
端传媒八周年大陆数洞深度

“让女人生韭菜，然后全社会割韭菜”，中国生育奖励政策为何没用？

“功利地把女性和生育绑定在一起，是弥漫在我们社会中的系统性问题。”

2019年11月8日，中国北京，母子、老人，以及孩子在购物中心外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特约撰稿人 易小艾 广茉 实习记者 许七、张可予 发自新加坡刊登于 2023-08-31

＃母职惩罚＃生育奖励政策＃生育率下降＃人口负增长＃三孩政策＃二孩政策

8月22日，西安的年轻人不约而同收到一条当地卫健委与计划生育协会的“催生”短信：“七夕佳节来临之际，愿您爱情甜蜜、适龄婚育、优生优育，共创生育
友好，赓续中华血脉，共担复兴重任！”

“在发钱和发券之间，西安卫健委选择了发短信，”有网友调侃，“能不能把我妈当年生我弟弟交的罚款退了啊！”

近年来，伴随着三孩政策放开、中国人口录得逾60年来首次负增长，提振生育成为中国“计划生育”新的政策方向（延伸阅读：互动页面《老去的中国：30年后会变成

什么样？》）。

新闻头条上不时可见地方政府“发钱发券”鼓励生育：“浙江上虞三孩家庭购房可获30万元房票”，“杭州生育三孩最高补助2万”，“最高6万！湖北一地发布
『史上最强』三孩补贴政策”......以综艺节目见长的湖南卫视，也在7月推出“中国首档三孩家庭观察类综艺”——《三孩来了》。

据端传媒不完全统计，目前中国已有至少25个地区发布了育儿补贴（或生育补贴）的具体措施。

不过，“真金白银”的补贴和铺天盖地的宣传并未换来生育率的提升，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.57下降至2022年的1.07，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及东北三
省低至0.7-0.9，一孩生育率更从0.7跌落至0.5，与生育率相关的结婚人数也连续9年下降，创下1986年以来新低。

“干预人的生育从来就没对过。”一位网友在新浪新闻“发放补贴鼓励生育有效吗？”贴文下的评论，被点赞至最高位。

生育补贴政策为何无法挽救下跌的生育率？在各地方政府忙不迭地鼓励年轻人“赓续中华血脉”之前，还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厘清，比如，生育是权利还是义
务？谁是生育的主体？生育是谁的意愿？

“兰博基尼的50元优惠券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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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孩政策放开后，中央政府相继颁布《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，敦促地方
政府出台进一步措施，以挽救生育率。

这些措施主要有法定产假和陪产假、生育津贴、孕产检查补助、育儿/生育补贴、购房折扣或消费券、以及部分面向托育机构的补助等。

育儿补贴，也就是民间说的“生孩子发钱”，均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。其发放地区以浙江温州这样的地级市或区县为主，仅云南和宁夏两省为省内通用
（浙江杭州、广东深圳等地政策只是出台或征求意见阶段，尚未运行）。

“育儿补贴政策应该由中央层面出台更合适，”梁建章等人口经济学者认为，生育成本过高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而育儿补贴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措
施。他们在《中国育儿补贴报告2023版》中写道，多数地方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补贴生育，且在人口流动下，中央政府才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，而非地方。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s1-FqEjmESHNNbfxSnyOKA


育儿补贴额度也被各地网友诟病。“兰博基尼50元优惠券”、“杯水车薪”，人们在相关新闻下评论。言外之意是，这些补贴远不能缓解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的
经济压力。

据《育娲人口》估算，中国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48.5万，养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成本为62.7万。城乡及地域差距非常大：养育一个城镇的
孩子，平均要花费63万，在农村则折半至30万；同时，上海（102.6万）、北京（96.9万）的育儿花费最贵，西藏（29.3万）、贵州（33.3万）的育儿平
均成本最低。

此外，尽管在衣物、玩具等资源共用的情况下，二孩、三孩的平均扶养成本相应降低，现行的育儿补贴也远远无法覆盖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养育开销。



育儿补贴政策更出现民间不买账、官方不满意的尴尬。

例如，补贴大多指向二孩、三孩的生育，领取以家庭为单位申请，往往要求申请人户籍在当地。卫健委的智库专家贺丹就发文批评地方政策忽视一孩生育“基
本盘”，无助于跌至0.5的一孩生育率，“凸显地方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。”

事实上，生育补贴是全球最常见的家庭福利政策之一。例如，日本为应对生育率不断落低（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.57，为当时史上最低点，甚至被称为
“1.57 冲击”），相继出台“天使计划”、“新天使计划”，提高每月的育儿补贴额度，并增加一次性生育补贴，增加大量儿童医疗、儿童教育、儿童谘询等公共
设施。

又如，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南韩，自2022年以来给每位分娩的母亲200万韩元（约1.1万人民币、1.2万港币、4.8万新台币）的津贴。

然而，高额津贴在日韩也并未带来生育率的显著回温。日本虽随着津贴和家庭支持政策加码，生育率有小幅上扬，但也未超过1.45，2022年更落回1.26。
南韩更一路跌至目前的0.78。

“把人们想像成了经济动物，”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教授、人口学者王丰用“片面”、“显性”形容这样的生育鼓励政策，“生育不是简单的经济计算。”

“没有人会为了数字去生育。”王丰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。

采访中他又重申：“人口替代率（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个孩子以上才能维持世代更替）只是人口学上的一个概念，我们好像总觉得人口不能减少，或全球人口
一定要固定在60亿，但这是没什么道理的。生育率为什么这样低？经济只是一个片面的原因。”

生育，是谁的意愿？

“每个孩子补贴5万，你愿意生吗？”每日经济新闻在微博中发起这样的投票，2445位参与者中，2103位投给了“不愿意”。由于评论区被关闭，只能从转发
里找到一些投票的理由：“这补贴，今后你会从各个方面把它赚回去，孩子长大了还得被剥削，还是算了吧。”

“自身不保的情况下，生个孩子就多一个绑架我的东西，”李莉是陕西西安的自由工作者，原本对生育并不排斥的她在经历疫情、看到西安孕妇封城期间因无
法就医而流产后，陷入深深的犹豫。

“养育孩子的每一样，都有高昂的代价，”李莉说，“我已经有很多绑架我的东西：房贷、物业费、车位等等，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中会不会随时再来一次疫情，
我不想把孩子带到这种不确定的世界上。”

https://m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23272263


同样因经济和社会环境“不确定”而选择不生育的还有Vickey，她在广东担任总裁助理。“很多人连自己都顾不上，更别说顾家庭、顾孩子。毕竟生育小孩是
一辈子的责任和经济负担。”Vickey说。

相关机构的群访调查展示了类似结果。2022年底，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志愿者访问了53位来自北京、河南、湖南、广东等地进入家庭的女性，及12位
男性作为参照。。

绝大多数受访者在听到三胎政策时的反应是：“跟我没关系”，部分受访者甚至认为“瞎扯淡”。不会生育三胎的主要原因是“没钱、没精力、没人手”和“教育、
医疗等基本民生资源不够”。

多数受访者的理想生育是两个，但受制于现实条件，只生了一个。此外，处于管理层、收入稳定、个人发展较好的女性受访者多数只生了一胎，而生育多孩
的家庭则源自农村的男性生子偏好、农村社区压力或意外怀孕。

2022年6月28日，中国北京， 一名女子站在街头上抱著孩子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人口学家王丰解释，生育意愿受经济、教育、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、性别平等状况、女性意识、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在中国，还有生育政策的影响
——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“三口之家”的家庭想像。

王丰举例，50年前，中国8成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，当时人们主要有体力劳动力和“养儿防老”两种生育驱动，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，生育意愿
反映的是家庭意愿，甚至是集体的意愿。而如今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，社会中个人意识与个体自由的甦醒，生育意愿逐渐从家庭转向个人。

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盛禾、李建新也发现了类似的转变：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等年轻一代的生育更趋向个体主义，他们的父母辈则倾向“家庭主义”。同时，男性
的生育动机更偏向家庭主义、更传统，相对而言，女性则有更多比例偏向个体主义，甚至低生育意愿。

李莉就在跟丈夫谈到不想生小孩时，收到对方“会不会想太多、太忧虑”、“是不是被网上宣传吓到”等回应。丈夫期待某天李莉能改变想法，因此每每提及，
便会采用拖延战术：“咱不说了，以后再说。”

“不同性别的生育成本是不一样的，”王丰说，从上世纪70年代的“晚、稀、少”，到80年代的独生子女，中国过去的人口政策都建立在对家庭和个人利益的忽
略、对女性的伤害上，到了现在，应当重新审视生育和生育的代价，“女性所付出的时间和生育痛苦和男性都是不对等的，在这方面，东亚国家的社会支持都
很差。”

“这些有非常浓厚父权传统的社会，也是全球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。”王丰补充。

“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，把生育的责任主体认定为女性个体，但却把生育的功利性结果——劳动力再生产——的享有者，认定为全社会，”美国纽约州立大
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董一格进一步解释，“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让女人生『韭菜』，然后全社会割韭菜。这样的一个机制，是现下围绕生育产生
的很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。”

生育的“计算”：孕产痛苦与母职惩罚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URO1gQaymcJ5090_-4nJ5g


马凡前后经历了两次剖宫产，第一次很顺利，第二次由于盆腔粘连严重，用了整整3个小时。手术中，撕扯的痛感令她无法控制地泪流。术后马凡才知道，
这次剖宫相当于进行了三个手术——剖宫产、盆腔粘连剥离、巧克力囊肿切除。

缝完针，马凡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终于熬完了！”

“婚姻里我们女性牺牲最大了，既要怀孕经历各种冒险，又要生娃闯鬼门关，还要操心娃的各种。”马凡曾在湖南永州做教师，因不堪毕业班升学压力，辞职
做了英语教育的自由职业者。

尽管孕产令无数女性心有戚戚焉，孕产补贴却是各省市生育鼓励政策中较少提及和照顾到的部分。以马凡为例，她的孕期检查花费近4000元，剖宫手术逾
7000元，减去医保报销的3000元与二孩孕期检查补助600元，在不计入产后修复的情况下，仍要自费超过7000人民币——这只是湖南永州，一个五线城市
的花费。

“与其补贴二孩，不如免去孕检费用。”一位云南的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中评论到。云南是中国唯二全省实施生育补贴的地区，二孩、三孩分别可获2000元、
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，及每年800元、发放至3岁的育儿补助。

2020年3月12日，中国武汉，一名护士在窗前为新生儿喂奶。摄：Stringer/Getty Images

无创助产、无痛分娩也均无法在中国现有的医保系统内报销。2022年，中国无痛分娩普及率仅30%，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%-90%，7成女性仍在忍受分娩
的创痛。

更难计算和补贴的，是女性产后回到职场时所面对的歧视和降薪。

李璐在产后3个月便迫不及待地回到职场。但此时，名校毕业、曾就职业内龙头、在江西南昌年薪12万的她，却只能勉强谈到8万，这甚至是将小孩年龄夸大
到1岁、不断忍受“生了孩子为什么不留在家”等面试提问才换来的结果。

有着类似经历的网友在李璐的贴文下评论到：“兼顾家庭，相夫教子，经济独立…这个年头，为什么对女性如此苛刻？”

母职惩罚是用来描述因生育、育儿照料带来的降薪、职业中断或停滞，它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升的现代社会中新的性别困境——职场中生育的女性既要
实现自我价值，又被要求完成育儿照料。

“如果为了照料小孩一直没有工作，我就会离社会和行业越来越远，企业对我的包容度也越来越低，”李璐用一个简化的假设解释到，“假设我以前在劳动市场
值10万，现在因为照顾小孩只值1万，那你就算补贴我2万又有什么用？”

“在现有的婚姻、性别制度下，生育意味着女性在事业、学业和个人生活方面巨大的牺牲——因为社会和家庭内部的期许，都是母亲在照料和教育孩子上投入
更多，”学者董一格将生育形容为需要照料者投入巨大时间精力的“漫长的工程”，“很多有学龄儿童的母亲不得不回到家里当全职家长。”

李璐身边就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、但为照料孩子选择做全职主妇的女性朋友。在她看来，这些朋友在家庭照料上付出很多，但家人却往往看不到这些无法转
化为实际财富的付出，甚至她们的父母会在夫妻吵架时劝导说：“你老公赚那么多，你要靠人家生活，何必生这气呢，人家不就是出去打个牌嘛！”

https://news.sina.cn/2023-03-11/detail-imykntnu9358205.d.html


一些学者也尝试用量化的方式让“母职惩罚”更具象。

例如，学者申超发现，1989年至2015年的26年间，“生育始终对母亲的收入呈现『惩罚』”，工资降低幅度更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扩大——1989年每多生一
个孩子，女性单位时间工资就会降低9.41%，到了2015年，这一数值扩大到17.47%。

杨凡、何雨辰计算得出，女性在生育一孩当年劳动参与率下降16.8%，生育后一年，劳动参与率仍比生育前下降13.5%，这甚至已是排除休产假的影响，而
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并未因生育受到显著影响。

这些研究均指出，母职惩罚在生育初期、尤其是孩子0-3岁的幼儿期更明显。同时，教育程度越低，母职惩罚越大。

关注制造业农民工群体的董一格也提到，受制于经济压力和时间贫困，农村生育率其实也很低。202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.3，而同年乡村总和生育率为
1.54——仅略高于全国水平。

“一方面农村女性承受着更大的经济负担（她们大多生了孩子以后就要出来继续打工，以维持家庭生计），另一方面，她们也有很大的育儿焦虑，担心孩子的
健康、学业，也不放心老人带孩子，而她们又不像城市人可以雇人来照顾孩子——所以一边打工、劳作，一边要操心孩子，两头奔波。”董一格说。

整个社会也没有提供有效的支援系统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底的调查数据，中国0-3岁婴幼儿的托育比例仅4.29%，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。OECD（经
济合作暨发展组织）国家的平均入托率为35%，瑞典、挪威、丹麦等北欧国家更高达50%以上。

以瑞典为例，该国超过3%的GDP支出用于家庭福利政策，生育率较高（1.92），有孩子的女性就业比例高达83.5%，且儿童贫困率在欧盟中最低。在瑞
典，除育儿津贴外，财政支出的较大比例用于托育、课后照顾等“去家庭化”的公共照料服务。瑞典也是第一个将产假延伸至男性的国家，目前是父母平分育
儿假的奖励制度——双方休假时间越接近，得到的奖励金越多。

先于母职的惩罚

为数众多的未育女性，也因生育问题在职场中被刁难歧视。例如，一位上海女性在社交平台分享，在签约的前一步被问及婚育状况，她如实表示自己已婚未
育、暂无生育计划，却被对方直接以“好的，抱歉”拒绝。

为了应付面试的婚育问题，社交媒体中涌现出一批编造已婚已育故事的分享。一位27岁、人生规划是不婚不育的女性，回应婚育问题时，将一岁的侄女谎称
为自己所生。她还在分享中继续铺垫着：“一年后我计划跟同事们说我离婚了，孩子判给男方，这样我就能以遭遇了挫败的婚姻生活、不再相信婚姻的人设，
维持单身了。”

这样做并非没有风险。一位谎称已婚已育的女性在社交平台说道，自己的谎言在背景调查中被揭穿，她没有收到offer。

“中国没有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条例去界定和规范雇主行为，因此招聘时询问生育状态非常普遍，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蔡玉萍对端传媒解释，“譬如香港有《家庭
岗位歧视条例》，雇主不可以在招聘时询问婚育情况，这是不合法的。”

董一格结合中国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的法律规定指出，生育津贴是在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时，获得的工资性补偿，也就是说，生育津贴的责任主体是用人单
位——这也就导致了生育津贴越高，女性在就业方面可能遇到的歧视就越大。

“生育补贴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在加剧性别固化。”董一格说。

目前，32个省市自治区的生育鼓励政策中，普遍增长了女性产假，从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的98天法定产假，增至158天到一年不等。北京为平的一
位志愿者也对端传媒指出，延长产假（工资照发）的政策看似提高女性福利，实则有机会加剧职场性别歧视，迫使更多女性退回家庭。

早在二孩政策放开时，因生育政策放松出现的职场性别歧视就已真实地反应在了数据上。

在《生育政策放松对中国城镇女性收入的影响》一文中，学者黄干、晋晓飞发现，二孩等生育政策放松，导致2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及未育女性收入明显下
降，强化了劳动市场的男性偏好和性别歧视。

https://www.society.shu.edu.cn/article/2020/1004-8804/20200607.htm
https://rkyj.ruc.edu.cn/EN/article/downloadArticleFile.do?attachType=PDF&id=3765
https://cdo.develpress.com/?p=13328
https://www.xiaohongshu.com/explore/64a39255000000002b03c5ba?app_platform=ios&app_version=7.95.1&share_from_user_hidden=true&type=normal&xhsshare=CopyLink&appuid=5f06f520000000000101faa9&apptime=1689821048


复旦社会学系的研究员杜世超也在模型中演算出类似的结果，他还发现，私营部门中，有生育可能的职场女性每年较没有生育可能的职场女性少赚5000元左
右，公有部门这样的现象则不太明显。

“家庭”的想像

一众发钱发券的生育鼓励政策中，四川省放开非婚生子女生育登记的松动，显得尤为特别。事实上，除四川外，广东、陕西、安徽等地在修订生育登记制度
时，也都取消了结婚证的限制。

不过在董一格看来，这个举措是出于“纯功利的、促进人口增长的目的”，若此前提及的系统性性别歧视不解决，此政策也很难达到制定者设想的目标。她补
充：“尤其讽刺的是，不久之前，各地还要向非婚生育者征收高昂的社会抚养费。”

同样讽刺的是，就在非婚生育看似松动的同时，北京的非婚妈妈Sophia因无法申领生育津贴和进行生育登记，而在8月3日起诉北京市卫健委。Sophia在一
篇访谈中问到：“孩子是女人生的，不是结婚证生的，津贴是给妈妈的还是给老公的？为什么我的工资一定得我有个男人才能给我？”

“非婚生育在东亚都很少，”人口学家王丰说，“西方很多国家实际上的婚姻变化（结婚率降低、离婚率升高）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生育，但东亚却普遍认为，必
须要有完整的家庭才能把孩子带大。”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350X-B0gzsOMCJ7bqMKNWQ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T4HmmY_PwwDQVNkZAken8g


事实上，生育政策变动的同时，中国官方关于生育和家庭的宣传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，但这些改变仍在“一夫一妻异性恋婚姻”的框架下，只增加了生育的孩
子数量。

例如，小学课本封面的“三口之家”变成了“一家四口”，乡镇街道上的宣传标语也从“只生一个好，政府帮养老”变成了“三个孩子就是好，不用国家来养老”。
而官办非政府组织中国计划生育协会，也在二孩、三孩政策后，减少了有关避孕的推送与宣传，“青年联谊交友”、“新型婚育文化”成为各地方计生协新的宣
传主题。

在生育鼓励政策与新的家庭想像宣传如火如荼的另一边，中国大陆开始愈发严苛地压制女性不婚不育及LGBTQ的声音。2023年七夕，北京拉拉沙龙、豌豆
黄艺术小组、出色伙伴、兄弟盟、船思、无性恋之声等6个性少数议题的微信公众号被永久封禁。

受访的学者们都表示，无法直接将有关部门对女权、酷儿群体的打压与人口焦虑关联起来，其中也涉及维稳等复杂因素。但学者董一格观察到，互联网上部
分经济学家、人口学家、或普通网友，对人口减少的讨论的确会指向女权意识和性少数群体。

端传媒也留意到，人民智库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、中国青年研究等官方智库有关“青年生育观”或“三孩舆情”的研究中，均提及“应注意近年来极端女权主义
思潮在网络平台混淆女性视听”，并特别点名“不婚不育”的婚育观念。

“功利地把女性和生育绑定在一起，是弥漫在我们社会中的系统性问题。”董一格总结到。

生育一胎后不久，李璐在家人的反对声中坚持上了节育环。

不久前，她跳槽去了外企，面试官很满意她的经验和能力，唯一的担心是“生二胎”。李璐便将上节育环的医院报告摊在桌子上，保证至少两年内不会生育。

她很快顺利入职，待遇是此前的3倍。

应受访者要求，李莉、马凡、李璐为化名。

＃母职惩罚＃生育奖励政策＃生育率下降＃人口负增长＃三孩政策＃二孩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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